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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文化：长三角高质量发展的人文底蕴 

余大庆 

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综合实力最强的经济中心、亚太地区重要国际门户、全球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中国

率先跻身世界级城市群的地区之一。人们通常把它看作经济区，并且是我国最大的经济区；而没有注意到它也是一

个统一的文化区。还用所谓吴文化、越文化、金陵六朝文化、扬州文化、海派文化、苏东海洋文化（南通）等名目

割裂了长三角各地之间的人文联系。其实，古老的吴越文化已经是历史的陈迹，随着中原华夏文明衣冠南渡，在长

三角地区发展出一种继生型的江南文化，才是今天长三角人民的精神家园。同时也是历史上和今天中华民族“中国

梦”的精神寄托。几乎所有相对富庶，发展条件好一些的地方都被冠以“某某江南”，比如宁夏平原就被称作是“塞

上江南”。西藏林芝、新疆伊犁这两个文化、地理与江南差异极大的地方，也被冠以“西藏江南”“塞外江南”的

名号。而其他地方各种“小江南”的称谓更是层出不穷。 

最为关键的是，长三角地区有了江南文化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才能以文化纽带联结为一个区域发展主体，促进全区域经

济社会高质量协调发展。所以非常注重长三角区域协调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现任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同志才会提出“丰富的红色

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是上海的宝贵资源，要用好用足”的要求。红色文化是社会主义性质要求传承的先进基因，海派文化

是上海创新发展的优势资源，而江南文化则是长三角协调发展的文化基础。 

一、吴越文化是原生历史文化 

现在一般把长三角核心区的苏南浙北称为吴文化，浙江其他地区叫越文化。其中越文化为上古当地土著所建立，远古良渚文

明就是越人祖先所创。吴文化说是北方迁来的吴王室入乡随俗创立的。其实吴越文化都好勇斗狠，语言相通，文化很近。因此，

长三角核心区主要被说成吴文化区，下面也主要拿吴文化说事。 

出于时代和生存环境的原因，吴人的文化特征是“轻悍”“好勇”“轻死易发”“好相攻击”。吴人尚武，最突出的表现形

式是好剑轻死。根据历史记载，吴越的宝剑以工艺精湛、锋芒锐利而称誉天下。吴国宝剑备受青睐，固然与铸剑材料之美和制造

工艺之精有关，如吴王阖闾时，干将、莫邪作“雌雄剑”“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精英”，使童男童女 300人鼓铸，数月乃成。

但作为一种力量的象征，与吴人轻悍好勇的尚武风气更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具体情况看，吴国统治者皆有随身佩剑的嗜好。他们不仅生前佩剑，即便死后也往往用剑来陪葬。《越绝书》记载，阖闾

冢内有扁诸之剑 3000，方圆之口 3000。陪葬之剑成千上万，足以说明吴国宝剑之多和尚武好剑的风尚。吴国军队用来进攻的武

器也主要是剑。由于吴国尚武好剑，吴人生死等同儿戏，无论沙场格杀、恩怨角斗，还是朝廷刑罚，就如日本武士以剖腹结束生

命，吴地以剑自刎之风相当盛行。吴国勇士专诸，“将就敌，其怒有万人之气，甚不可当”，应伍子胥推荐，发动宫廷政变，刺

杀吴王僚，成功让阖闾自立为王。要离，应阖闾之召，自残一臂，焚妻于市，潜入军中，刺“万人莫当”的主帅庆忌于江中。也

因为这样，专诸、要离在人们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成为后人尊崇的偶像。如东汉隐士梁鸿死后不愿归乡，皋伯通将他葬于要离

墓旁，曰：“要离烈士，而伯鸾清高，可令相近”。而专诸之墓，后人常修，并为起庙，至今苏州仍有“专诸巷”。此外，由于

吴人尚武善战，在长期的战争过程中，也造就了不少的著名战将。也正由于吴地尚武之风盛极一时，才使吴国一度强大，雄跨春

秋五霸之一的宝座。 

吴地之所以会形成“轻悍”“好勇”、富于冒险的尚武风气，既与其地理环境、生产条件、经济状况和文化背景等有着直接

的关系，同时也是吴人世世代代长期与大自然搏斗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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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古时期，吴地气候炎热潮湿，虽然已经有了农业，但限于人们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较差，生产方式还是刀耕火种

的粗放农业甚至更加原始的渔猎采集，因而吴地的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使江南人民长期停滞在“不受冻

饿”“而无积聚”的生活水平。在动荡不安的春秋时代，吴人不仅要与天斗，与地斗，更重要的还是要与人斗，要靠强大的群体

力量不断战胜外邦的侵扰。而在当时经济条件极为落后的情况下，吴人只能以军事立国。吴王阖闾登上王位后，曾询问帮他夺得

王位的谋臣伍子胥：“安君治民，其术奈何？”伍子胥答：“凡欲安君治民、兴霸成王，从近制远者，必先立城郭，设守备，实

仓禀，治兵库。”伍子胥当时所造阖闾大城，阊门位于城之西面，又称破楚门，表明首先要西破强楚，将楚国的属国占为己有。

蛇门和盘门则象征要征服越国，使越国朝吴。齐门则北对齐国，意在制服齐国等，皆蕴含着吴国争霸取胜的欲望和目的。又如吴

王听取伍子胥的建议，令来自齐国的名将孙武负责“选练士，习战斗”，传之以骑、射、战、御等战术技巧，同时命令大造战船、

大造刀剑，其目的都在于图强好胜。 

与此同时，吴地经济的落后，还为原始时代氏族制度的某些残余提供了赖以生存的条件，使浓厚的血族复仇观念长期存在。

如《吴越春秋》记载伍子胥的话：“父母之仇，不与戴天履地；兄弟之仇，不与同城接壤；朋友之仇，不与邻乡共里。”也正因

为这样，吴国和楚、越之间的战争便往往带有血族复仇的特征。原始氏族制度的遗存，还使之把随意发动掠夺战争作为补充财富

的正当手段。春秋时期，吴地经济相当落后，物质财富非常匮乏，这与中原地区的文明富足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使吴国统治阶

级羡慕之余而垂涎日甚。 

狂热的血族复仇观念和野蛮的掠夺习惯在吴人心目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虽然吴国在黄池之会后不足十年便被越国消灭掉，

流星般地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但在吴地尚武好勇的社会风气，并没有随之而消亡。以至东晋南朝，尚武之风犹存。《三国志》称：

“江南精兵，北土所难，欲以十卒当东一人。”吴国将士能在历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战、夷陵之战中以少胜多取得重大胜利，就是

最好的体现。 

这样的吴文化，和晋宋两次衣冠南渡之后在长江下游地区逐渐形成的温婉崇文的江南文化反差极大，它们能是同一个文化

吗？衣冠南渡使江南地区的人口构成与社会风貌发生重大变化，此后形成的江南文化与其说是吴文化发展的新阶段，不如说是

中原文化在江南地域的传播和发展、变异。衣冠南渡本身就是中原文化南迁，原来创造了越文化、吴文化的江南土著，或被逼往

闽粤及西南，或被中原文明所驯化，曾经断发文身的吴人一变为衣冠楚楚的华夏人物。“文章江左家家玉，烟月扬州树树花”

（[明]徐祯卿诗《文章烟月》），原先的荒蛮之地，现在郁郁乎文哉。 

后世出现地理概念中的“吴地”和文化概念中的“吴文化”。吴地与吴文化并不存在排他性的互指对应关系，在吴地曾经

存在过轻悍尚武的吴文化和温婉崇文的江南文化，甚至在吴人（传说中的泰伯奔吴也不是用华夏文化同化吴地，反而是断发文身

随了土著民俗）迁入之前，还有土著吴越民族创造的良渚文化。这就像今天埃及的阿拉伯文化与古埃及文化同在埃及地区，但却

是同一地域不同时期的两种不同文化。 

顺便提一下今天江浙（古吴越地区）的吴语。它是汉语方言，而不是像先秦吴国话那样与华夏中原不同的另一种语言。甚至，

就像其他的南方方言一样，它们比传统中原地区所在的当代中国北方汉语更接近古代中原口音。吴语区地域的范围，又远大于吴

地，作为越地的浙江省广大地区如今也属于吴语区。这又一次提示我们不能混同历史吴文化与现实吴地文化、吴语区文化和江南

文化。 

二、衣冠南渡与江南文化的形成 

中华文明从诞生到北宋大部分时期内，中原地区一直都是各个朝代的都城、经济中心。但因为战乱、人口、政权等所在地的

变迁，就形成了三次较大规模的“衣冠南渡”现象。这三次其实是中原人口南迁的高潮，在三次高潮的间隙，中原文化在南方的

扩张应该是一种常态化的历史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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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衣冠南渡是在西晋时期，中原地区总是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周边的部落也开始了建立各自的政权，威胁西晋王朝，以

致于酿成永嘉之祸。因此，晋元帝率领文臣武将一起往南迁移，也就是历史上的“永嘉之乱，衣冠南渡”，这也是首次大规模南

迁。 

第二次衣冠南渡是发生在安史之乱期间，正是因为安史之乱，导致唐朝由盛转衰。在这之后，胡族进攻中原，唐朝进入割据

时代，混乱的五代十国等，都造成了人口迁移。因此，在中晚唐到五代十国这期间发生的衣冠南渡，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南方的

经济发展。 

第三次衣冠南渡发生在靖康之难时期，公元 1126 年北方的金兵攻克北宋都城，之后北宋灭亡，中原地区的那些汉族人大量

向南方迁移，不久之后蒙古又占领了中原地带，久而久之，南方地区就成立南宋的统治中心，这一次的衣冠南渡就被称为“建炎

南渡”。经过三次衣冠南渡，人口迁移和都城的迁移，都使得经济中心从中原地区转向江南地区。 

根据《中国移民史》，可以清楚知道，几次衣冠南渡的地区不同，但主要是江苏省和安徽省，尤其是长三角。根据相关史料

记载，现在的南京、镇江一代是当初古代衣冠南渡移民接纳的最多的地区，而移民的来源主要是包括山东、河北、河南等地区。 

南渡给长三角带来了华夏文化，但长三角多山多水的自然环境、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和原籍各地的人群交流融合的历史进

程，使南迁的中原文化产生了一定程度基因变异，于是形成了一个新的区域文化——继生型的江南文化。 

三、江南文化的世界历史意义 

随着学术进步和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纠正，人们重新发现了江南。国际上，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彭慕兰教授的《大分流》就拿18

世纪的英格兰与明清的江南进行对比，认为这比拿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和中华帝国做比较更合适，并称江南更有活力。马克思

说：“典型的古代的历史，这是城市的历史，这是一种城市和乡村不分的统一（在这里，大城市只能看作王公的营垒，看作在经

济制度上一种真正的赘疣），在中世纪（日耳曼时代），农村本身是历史的出发点，历史的进一步发展，后来便在城市和乡村对立

的形态中进行。”古代中国在苏州、扬州这样的局部区域，也出现了以商业资本积累为铺垫的城市与市民阶层。但是，由于种种

特殊的原因，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典型的古代的历史”或者说“城市的历史”，在中国并没有完全铺展开来，没有形成独立的历

史进程。于是，既往历史的大背景，就只能是一种亚细亚式的农业文化氛围，进士郎中、庶民百姓，都不以自身主观意志为转移

地熏染其中。以至于在今天的现代化进程中，我们仍然强烈地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重负。偏激者因此全盘否定中国文化，主张西

化。本来，任何一个民族的现代化相对于其自身的历史传统，一方面是一种超越，另一方面又是一种继承。只有在自身历史传统

中能够找到良性的文化根基，才能够成为一个民族现代化运动的精神支撑。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所面临的根本主题就是迅速

地从封闭、消极与充满惰性的传统生存方式和生活世界中摆脱出来，确立起一种现代性、世界性的生存方式和生活世界。因此，

哲学界提出把“现代性”的建构视为中国哲学范式转换的基本主题。经过近两百年现代化的艰难历程之后，中国思想界对于总

是纠缠于“古今二分”的西式现代性逻辑，已经形成了较为自觉的反思，并开始从中国传统的现当代转化来阐述传统与现代的

互生关系，有了中华文化的自觉与自信。党的十九大强调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就是要“内源性”地建构现代性，而不是过去那些西化派们错误主张的“外发性”移植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 

江南城市文化虽然在历史上并没能挣脱农业文明宗法社会文化的罗网，但作为一种中国本土文化，是传统文化中最富于现

代性的资源，值得挖掘利用。在中国文化传统中，除了江南城市文化之外，其他传统对个体基本上都是充满蔑视与敌意的。所以

说，江南城市文化最重要的现代性意义就在于，它最有可能成为启蒙、培育个人主体性的传统人文资源。尽管它还有严重的局限

性，还不够全面，但毕竟是来自中国文明肌体自身的东西，也是我们所能设想的最有可能避免抗体反应的文化基因。 

事实上，比较长三角城市群和西方几大城市群可以发现，最大的差异不是经济体量和人口规模，甚至也不是高科技，而主要

是城市文化和现代服务功能。新时代，推进长三角城市群走向高质量发展，需要研究和建构两个参照系：一个是加以规范的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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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和模式，另一个则是一度被忽视的江南文化和江南城市群。以后者为根基和资源，在已有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中增加长三角

世界级城市群的文化战略定位，既是江南文化在新时代的新使命，也是长三角改革开放再出发应有的战略考量。 


